
 

 

居住模式、幼年子女数量与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
—基于儿童看护视角的讨论

孙继圣，周亚虹
（上海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在生育政策调整的背景下，我国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会发生变化，进而影响自身及子

女的福利水平。文章基于儿童看护的视角，研究了与家中老人合住如何缓解已婚女性照顾幼年子女

的压力，并探讨了对其劳动供给产生的影响。文章使用 2011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考虑到居住

模式选择与已婚女性劳动参与之间的内生性，使用特殊解释变量回归的方法，发现与家中老人合住

可以显著提升我国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其幅度约为 49%，这一结果可以理解为两者之间的因果

效应。居住模式对我国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因幼年子女数量不同而呈现异质性，对有且仅有

1 个幼年子女的已婚女性而言，影响最明显。与老人合住同时会使我国已婚女性每周工作时间显著

增加 4 个小时，其幅度约为 8.26%。文章的研究揭示了我国家庭居住模式的新变化所带来的已婚女

性劳动参与的改变，并为女性生育福利和劳动供给相关政策的制定和优化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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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口红利”（尹银和周俊山，

2012）。而“人口红利”终将消失，“人口负债”会随之出现。当前，中国人口的生育意愿大幅降低

（侯佳伟等，2014）。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 15−59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开始减少，这会

给我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造成不小的压力。提高劳动参与率可以在短期内有效缓解我国可能

将要面对的“人口负债”。一般来说，男性的劳动参与率比较稳定，几乎所有具有劳动能力的男

性都会选择进入劳动力市场。单身女性一般通过工作获得劳动收入，已婚女性则要在家庭与工

作之间进行权衡取舍。因此，现有文献在研究劳动参与率问题时，关注的几乎都是已婚女性，本

文也是如此。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各种影响因素，包括丈夫的收入水

平、女性的工资潜力、生育率、离婚率、家庭老年照料、幼儿看护等。而关于居住模式（本文探讨是

否与家中老人合住）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影响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因为西方国家的文化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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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重 个 体 的 独 立 性 ， 几 乎 都 是 夫 妻 双 方 与 未 成 年 子 女 共 同 居 住 ，“多 代 合 住”现 象 非 常 少 见

（Kolodinsky 和 Shirey，2000）。受传统文化影响，我国“多代合住”现象较为普遍；同时，由于思想

观念的转变，与老人分开居住也较为常见。因此，我国家庭的居住模式比较多样。东亚国家在居

住模式的选择上与我国类似，Ogawa 和 Ermisch（1996）、Sasaki（2002）和 Oishi 以及 Oshio（2004）研

究了对日本的情况，而国内相关讨论（杜凤莲，2008；沈可等，2012）则比较少。

随着国家人口政策的调整，将有更多的家庭生育二胎。幼年子女数量的增多会增加家庭的

经济负担，促使母亲外出工作获得收入，但同时也会增加照顾子女的压力，而女性往往承担主要

的照顾责任，这又会阻碍其进入劳动力市场。家中老人与子女共同居住时会分担已婚女性照顾

幼年子女的压力，使其更有机会进入劳动市场。但共同居住也有可能给双方生活带来不便，因而

很多家庭选择与老人分开居住。基于以上分析，居住模式并不是外生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可能

存在一些共同的不可观察因素，如家庭的文化等，影响居住模式的选择和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

另一方面，已婚女性是否工作也会影响其居住模式的选择，已婚女性选择工作会使其照顾幼年

子女的时间减少，从而更有可能与家中老人合住。

由于已婚女性是否参加工作和居住模式（是否与老人合住）都是虚拟变量，传统工具变量

Probit 回归的方法难以有效解决两者之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特殊解释变量回归的方法解

决了二值选择模型中内生变量是离散型的问题。本文进一步考察了居住模式对已婚女性劳动供

给的影响可能因幼年子女数量不同而具有的异质性，发现与家中老人合住可以显著提升我国已

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对有且仅有 1 个幼年子女的已婚女性而言，影响最明显。最后，考虑到是

否参加工作是已婚女性自我选择的结果，本文使用 Tobit 回归的方法，发现与家中老人合住还可

以显著提升我国已婚女性的劳动时间。本文从儿童看护的视角出发，丰富了国内关于居住模式

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影响的研究，并针对两者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在计量方法上做了改进。本文

的研究也为女性生育福利和劳动供给相关政策的制定和优化提供了参考。

二、文献综述

关于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已有研究关注了家庭外部的社会因素，如丈夫的收入（Mincer，

1962；姚先国和谭岚，2005）、女性自身的潜在工资水平（Joshi 等，1985；Smith 和 Ward，1985；马双

等，2017）和社会的离婚率（Michael，1985；陈钊等，2004）等，以及子女数量（Rosenzweig 和 Wolpin，

1980；Angrist 和 Evans，1998；Jacobsen 等，1999；张川川，2011）等家庭内部因素。这些研究为我们

了解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然而，上述影响因素往往是由社会环境或者

家庭（至少短期内）无法改变的因素所决定的。因此，家庭几乎无法通过改变这些影响因素来提

升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

近些年，有学者开始研究居住模式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结果对普通家庭有更

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学者首先关注了已婚女性在家庭劳动和社会工作之间的时间分配问题，其

中家庭劳动主要包括照顾家中老人和幼年子女。Ettner（1995，1996）、Pezzin 和 Schone（1999）以及

陈璐等（2016）研究了女性照料家中老人对其劳动供给的影响。考虑到照料家中老人特别是无自

理能力的老人与女性劳动供给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他们使用了工具变量的方法，发现照

料家中老人会大幅降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Ettner（1996）及陈璐等（2016）关注到是否与家中老人

合住的因素，但样本主要是无自理能力的高龄老人，因此研究的只是已婚女性照料家中老人这

一行为，而没有考虑到我国很多老人可以照顾幼年孙子或孙女以及提供其他家庭劳动的事实。

因此，他们的研究结论并不完全适用于我国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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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学者从儿童看护视角研究了居住模式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相关研究主要集

中于探讨日本的问题，发现与家中老人合住可以显著提升日本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Ogawa 和

Ermisch，1996；Sasaki，2002；Oishi 和 Oshio，2004）。国内相关研究则比较匮乏，而且在计量方法上

有需要改进之处。杜凤莲（2008）在研究幼儿看护成本对我国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时，考虑

了居住模式的因素，将父母与子女的居住地分为三种情况：同一个社区或更近、同一个县和不同

的县。她使用 1989−2004 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发现父母与子女居住地越近，已

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越高。但她的研究忽视了居住模式与已婚女性劳动供给之间可能存在的内

生性问题，将居住模式直接看作外生的，因此研究结果可能存在偏误。沈可等（2012）注意到了这

一内生性问题，与 Sasaki（2002）以及 Oishi 和 Oshio（2004）类似，以是否有在世的兄弟和子女在家

中的排行作为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了分析。他们将 2002 年中国老年人健康长

寿影响因素调查（CLHLS）数据与中国家庭动态社会调查（PSFD）数据进行匹配，发现与家中老人

合住使我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显著提高了 24.3%−40.4%。而考虑到女性是否参加工作这个被解

释变量是 0−1 型的，如果直接使用线性模型来处理这个二值选择问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解决这一内生性问题，但是在计量方法上仍有很多不妥之处。

三、理论模型

已婚女性在工作、休闲和家庭劳动之间分配时间（Killingsworth，1983），目标是实现整个家庭

的总效用最大化（Becker，1990）。父母不仅考虑自己的效用水平，还关心子女的效用水平，并将子

女的部分效用计入家庭总效用（Blanchard 和 Fischer，1993）。与陈璐等（2016）类似，我们建立理论

模型来解释已婚女性如何决定其时间的分配，以及居住模式如何影响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

max
C,K,l,hk1

U = u (C, l)+δv (K,hk) （1）

hk = hk1+hk2 (he ju) （2）

s.t.
{Pc×C+Pk ×K ⩽ w× (H− l−hk1)+A

H− l−hk1 ⩾ 0
（3）

其中，C 表示夫妇的消费，l 表示已婚女性的休闲时间，K 表示幼年子女的消费，hk 表示幼年子女

受到照顾的时间，包括母亲的照顾时间 hk1 和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照顾时间 hk2。假设已婚女性是

否与家中老人合住 heju 会对老人所能提供的照顾时间 hk2 产生直接的影响，合住（heju=1）所能提

供的照顾时间明显多于不合住（heju=0），即有 hk2（heju=1）>hk2（heju=0）。夫妇选择 C、K、l 和 hk1，实

现整个家庭的总效用 U 最大化。家庭的总效用等于夫妇的效用 u（C，l）和子女的部分效用 δv（K，hk）

之和。假设 u（C，l）和 v（K，hk）都是可导的，且一阶导数大于 0，二阶导数小于 0，这一假设的经济学

含义与我们的直觉相吻合。

夫妇在做决策时必须满足两个约束条件，一个是货币支出的预算约束，一个是时间的自然

约束。Pc 和 Pk 分别表示夫妇消费及其幼年子女消费的价格，则家庭的总支出等于 Pc×C+Pk×K。

家庭的总收入来自夫妇双方的劳动工资，以及其他的非劳动收入和转移支付。w 表示已婚女性

的潜在工资水平，H 表示已婚女性的全部时间，用于工作、休闲和照顾幼年子女。已婚女性的工

作时间为 hw=H-l-hk1，工资收入为 w×（H-l-hk1）。A 表示其丈夫的工资收入及其他所有的非劳动收

入和转移支付。家庭的总收入等于 w×（H-l-hk1）+A。家庭货币支出的预算约束为总支出不大于总

收入。如果 hw=0，则说明已婚女性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如果 hw>0，则说明其进入了劳动力市场。

为了求解上述的最优化问题，我们构造了如下的拉格朗日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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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u (C, l)+δv (K,hk1+hk2 (he ju))+λ1 (w (H− l−hk1)+A−Pc×C−Pk ×K)+λ2 (H− l−hk1) （4）

分别对 C、K、l 和 hk1 求一阶导数，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 Kuhn-Tucker 条件：
1
Pc

× ∂u
∂C
=
δ

Pk

× ∂v
∂K
= λ1,

1
w
× ∂u
∂l
=
δ

w
× ∂v
∂hk

= λ1+
1
w
×λ2

λ1 (w (H− l−hk1)+A−Pc×C−Pk ×K) = 0,λ2 (H− l−hk1) = 0
λ1 ⩾ 0,λ2 ⩾ 0

（5）

1
Pc

× ∂u
∂C
=

δ

Pk

× ∂v
∂K
=

1
w
× ∂u
∂l
=
δ

w
× ∂v
∂hk

= λ1

1
Pc

× ∂u
∂C
=
δ

Pk

× ∂v
∂K
= λ1 <

1
w
× ∂u
∂l
=
δ

w
× ∂v
∂hk

= λ1+
1
w
×λ2

根据 λ2 取值情况的不同，我们可分两种情况对上述 Kuhn-Tucker 条件进行讨论：（1）如果

λ 2=0， 那 么 hw=H- l-h k 1>0， 说 明 已 婚 女 性 进 入 了 劳 动 力 市 场 工 作 ， 最 优 化 条 件 满 足

。此时，自身消费、幼年子女消费、休闲以及照顾子女给家庭带来

的边际效用都相同。（2）如果 λ2>0，那么 hw=H-l-hk1=0，说明已婚女性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工作，最

优化条件满足 。此时，自身消费或幼年子

女消费的边际效用小于休闲或照顾子女的边际效用。

1
Pc

× ∂u
∂C
=
δ

Pk

× ∂v
∂K
=

1
w
× ∂u
∂l
=
δ

w
× ∂v
∂hk

δ

w
× ∂v
∂hk

我们可以通过比较静态分析来探讨是否与家中老人合住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对

于不与家中老人合住（heju=0），但进入了劳动力市场的已婚女性，最优的消费及时间分配选择为

（C0*，K0*，l0*，hk1 0*），满足 ，其中 hk 0*=hk1 0*+hk2（heju=0）。如果居住模

式发生了改变，变为与家中老人合住（heju=1），那么与之前的稳态相比，照顾幼年子女的时间将

变多，即 hk 1=hk1 0*+hk2（heju=1）>hk 0*=hk1 0*+hk2（heju=0）。由于假设 u（C，l）和 v（K，hk）的一阶导数大于 0、二

阶导数小于 0，与原稳态相比，此时照顾幼年子女的边际效用 将变低。

1
Pc

× ∂u
∂C
=
δ

Pk

× ∂v
∂K
=

1
w
×

∂u
∂l
=
δ

w
× ∂v
∂hk

为 了 达 到 新 的 稳 态 （ C 1 *， K 1 *， l 1 *， h k 1  1 *） ， 使 其 仍 能 满 足 均 衡 条 件

，自身消费、幼年子女消费和休闲给家庭带来的边际效用需降低，即与原稳态相比，

夫妇及其幼年子女的消费增多，即 C1*>C0*，K1*>K0*，已婚女性的休闲时间增加，即 l1*>l0*；同时，照顾

子女给家庭带来的边际效用需提高，已婚女性照顾幼年子女的时间减少，即 hk1 1*<hk1 0*。在新的稳态

下，各边际效用都有所降低，因此幼年子女受到照顾的总时间将增加，即 hk 1*=hk1 1*+hk2（heju=1）>

hk 0*=hk1 0*+hk2（heju=0）。

h∗w =
1
w
×

(Pc×C∗+Pk ×K∗−A)

根 据 上 述 分 析 ， 夫 妇 及 其 幼 年 子 女 的 消 费 都 增 多 ， 由 货 币 支 出 的 预 算 约 束 条 件

可知，已婚女性的工作时间将增加，即 hw 1*>hw 0*。这说明与家中老人合住提高了

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

四、研究设计

本 文 的 数 据 来 自 西 南 财 经 大 学 中 国 家 庭 金 融 调 查 与 研 究 中 心 的“中 国 家 庭 金 融 调 查”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数据库，现已对外公布 2011 年和 2013 年的调查结果。由

于 2013 年关于家庭成员基本信息的调查问卷中，没有像 2011 年那样直接询问“该家庭成员是否

与受访人居住在一起”，因此我们无法准确识别“居住模式”这一核心解释变量。本文使用了

2011 年的 CHFS 数据，样本分布在全国 25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80 个县，320 个村（居）委会，有

效样本共 8 438 户，具有全国代表性。根据研究的需要，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了简单处理，并剔除

了数据缺失的样本，实际使用的是 1 723 位 20−49 岁已婚女性的样本信息。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主要指是否进入劳动力市场工作，同时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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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其劳动时间的变化。本文中“是否参加工作”是已婚女性自己做出的选择，已婚女性因身体残

疾等的原因而丧失了劳动能力，或者想参加工作却无法找到工作等情况，都不在本文的研究范

围内。本文中“不工作”的定义是，主动选择成为家庭主妇或者根本不愿意参加工作。

本文的实证研究对象是我国 20−49 岁已婚女性，这里对年龄的限制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

是根据我国《婚姻法》相关规定，女性的法定结婚年龄是 20 周岁，因此把年龄下限设定为 20 岁；

二是本文研究幼年子女数量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因而只保留育龄女性的样本，而通常

对育龄女性的年龄限定是 15−49 岁，因此把年龄上限设定为 49 岁。

本文对幼年子女的定义是小学及以下即不满 12 周岁的子女。本文中超过 2 个 12 岁以下子

女的样本非常少。考虑到幼年子女数量可能对已婚女性的行为决策产生影响，本文对没有幼年

子女、有 1 个和有 2 个幼年子女的已婚女性进行了分样本研究。

家中老人的健康状况决定了其提供“隔代照料”，还是需要被其子女照料，从而可能会对本

文的研究结果产生很大的影响。遗憾的是，我们并不能很好地观察到家中老人的健康状况这一

指标。不过，样本中与子女合住的老人平均年龄约为 62.47 岁，刚刚步入老年阶段，相对比较年

轻。我们有理由相信，与这个年龄段的老人合住，老人更多的是提供“隔代照料”，而非被照料。

表 1 给出了本文的变量定义及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样本中已婚女性的丈夫大多参加工作

并领取工资，但仍有少数没有工作从而没有收入，我们使用丈夫的实际收入加上 1 元后取自然对

数来刻画其收入水平。为了解决居住模式与已婚女性劳动参与之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了

丈夫的受教育水平和兄弟姐妹数作为工具变量。丈夫的受教育水平可反映思想观念，对居住模

式的选择会产生影响，因而是一个可行的工具变量。本文中大多数的合住样本是与男方父母共

同居住，因此丈夫的兄弟姐妹数作为一个外生变量会影响居住模式的选择（丈夫的父母选择与

哪个子女合住）。Ettner（1996）和 Sasaki（2002）也都使用了兄弟姐妹数作为居住模式的工具变量，

并被证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工具变量。
 

表 1    变量定义与样本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劳动参与 work 工作=1，不工作=0 0.75 0.43

工作时间 hour 每周工作小时数 48.69 15.04

解释变量

居住模式 heju 合住=1，不合住=0 0.22 0.41

幼年子女数量 kid12 12 岁以下孩子个数 0.54 0.60

年龄 age 年龄 37.62 6.91

城乡 rural 农村=1，城镇=0 0.14 0.35

受教育水平
highschool 高中=1，其他=0 0.24 0.43

college 高中以上=1，其他=0 0.30 0.46

丈夫收入水平 lnhincome ln（丈夫实际收入+1） 7.38 4.35

工具变量
丈夫兄弟姐妹数 hsib 丈夫兄弟姐妹个数 2.49 1.86

丈夫受教育水平 hcollege 丈夫高中以上=1，其他=0 0.33 0.47
 
 

表 2 给出了在全样本和不同子样本下，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和合住比率的描述性统计结

果。从中可以直观地观察到 2 个有趣的现象：（1）随着幼年子女数量的增加，已婚女性的劳动参

与率降低，有 2 个幼年子女的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只有 47.42%。（2）对没有幼年子女和有 2 个

幼年子女的家庭而言，是否与家中老人合住对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几乎没有影响；而对有

1 个幼年子女的家庭而言，影响比较明显，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从 72.68% 升至 81.07%。这说

明居住模式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可能因幼年子女数量不同而存在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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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样本劳动参与率和合住比率的描述性统计

全样本 没有幼年子女 1 个幼年子女 2 个幼年子女

劳动参与率 74.93% 77.89% 75.00% 47.42%

劳动参与率（不合住） 74.19% 77.57% 72.68% 47.69%

劳动参与率（合住） 77.63% 79.70% 81.07% 46.87%

合住比率 21.53% 15.08% 27.69% 32.99%
 
 

五、经验分析

（一）传统模型

1. 基本模型设定

本文以已婚女性是否进入劳动力市场工作来度量其劳动供给，核心解释变量包括其居住模

式和幼年子女数量。我们先从简单的线性模型（记作模型 1）入手进行讨论，设定如下：

worki = α0+α1he jui+α2kid12i+Xiβ+εi （6）

其中，控制变量 Xi 主要包括已婚女性的年龄 agei、城乡 rurali、受教育水平 highschooli 和 collegei 以

及丈夫的收入水平 lnhincomei。

考虑到被解释变量已婚女性是否工作 worki 是一个虚拟变量，我们构建了如下的 Probit 回

归模型（记作模型 2），用非线性回归的方法来更好地刻画我们的问题：

Pr(worki = 1|he jui,kid12i,Xi) = Φ (α0+α1he jui+α2kid12i+Xiβ) （7）

描述性统计分析表明，居住模式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可能在幼年子女数量上具有异

质性。我们进一步在模型 2 中加入了居住模式和幼年子女数量的交叉项，新模型（记作模型 3）设

定如下：

Pr(worki = 1|he jui,kid12i,Xi) = Φ(α0+α1he jui+α2kid12i+α3he jui×onekidi+α4he jui× twokidsi+Xiβ)
（8）

其中，onekid 表示已婚女性是否只有 1 个幼年子女，onekid=1 表示有且仅有 1 个幼年子女，否则

onekidi=0。类似地，twokids 表示已婚女性是否有 2 个幼年子女。

表 3 给出了上述 3 个模型设定下的回归结果。模型 1 和模型 2 的回归结果相似，从模型 2 中

各解释变量的边际效应来看，与家中老人合住可以提高我国已婚女性 7.5% 的劳动参与率。模型 3

以没有幼年子女的家庭作为对照组，heju 以及 heju×twokids 的系数都不显著。这说明对没有幼年

子女和有 2 个幼年子女的家庭而言，居住模式不会对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产生显著影响；而对

于有且仅有 1 个幼年子女的已婚女性，与没有幼年子女的情况相比，与家中老人合住可以显著提

高 8.1% 的劳动参与率。这与我们在样本描述性统计时观察到的现象一致。

表 3    居住模式对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系数 边际效应 系数 边际效应

heju 0.074*** 0.262*** 0.075*** 0.130 0.038
（0.024） （0.086） （0.023） （0.136） （0.039）

kid12 −0.081*** −0.254*** −0.077*** −0.249*** −0.075***

（0.021） （0.066） （0.020） （0.072） （0.022）

heju×onekid − − − 0.294* 0.081*

− − − （0.176） （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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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控制函数的方法

由于居住模式选择与已婚女性劳动参与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模型 1−模型 3 的估计结果都

是有偏的，分析结果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居住模式和已婚女性劳动参与之间的因果效应（Causal

Effect）。我们将对模型 2 中的内生性问题进行思考和处理。

对于模型 2 这种二值选择模型的内生性问题，经常使用控制函数的方法（Control Function

Method）进行处理，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工具变量 Probit（IV-Probit）回归。具体来说，假定一个已婚

女性是否工作 worki 这一可观测变量的潜变量（Latent Variable）worki
*，并构建一个线性模型：

work∗i = α0+α1he jui+α2kid12i+Xiβ+ui （9）

其中，核心解释变量 hejui 是内生的，显变量 worki 和潜变量 worki
*之间存在如下的关系：

worki = 1{work∗i > 0} （10）

针对内生变量 hejui 的决定形式，我们构建如下的线性模型：

he jui = Ziγ+ vi （11）

其中，工具变量 Z i 包括式（9）中的所有外生变量以及丈夫的兄弟姐妹数 hsib i 和受教育水平

hcollegei。假设式（9）和式（11）中的扰动项（ui，vi）服从期望为 0 的二维正态分布，刻画影响已婚女

性劳动参与的不可观察变量与影响居住模式选择的不可观察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由此解决内生

性问题。具体来说，我们将 ui 的标准差单位化为 1，σv 表示 vi 的标准差，ρ 表示两者之间的相关系

数，则有： (ui

vi

)
∼ N

{(
0
0

)
,

[
1 ρσv

ρσv σ
2
v

]}
（12）

在进行上述工具变量 Probit 回归之前，必须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我们首先进行过度识

别检验，考察所有工具变量是否都外生，即与扰动项不相关。Sargan 检验的 P 值为 0.5285，我们

可以接受所有工具变量都外生的原假设。我们进一步考察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的相关性，检验

式 （11） 中 工 具 变 量 的 系 数 是 否 等 于 0（ 原 假 设 为 工 具 变 量 的 系 数 都 为 0） 。 F 检 验 的 P 值 为

0.0384，我们可以在 5% 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认为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是相关的。

 

续表 3    居住模式对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系数 边际效应 系数 边际效应

heju×twokids − − − −0.209 −0.068

− − − （0.288） （0.099）

age 0.004** 0.013** 0.004** 0.014** 0.004**

（0.002） （0.006） （0.002） （0.006） （0.002）

rural 0.022 0.050 0.015 0.052 0.016

（0.032） （0.099） （0.029） （0.099） （0.029）

highschool 0.116*** 0.340*** 0.096*** 0.336*** 0.094***

（0.027） （0.084） （0.022） （0.084） （0.022）

college 0.272*** 0.988*** 0.252*** 0.978*** 0.250***

（0.022） （0.093） （0.019） （0.093） （0.019）

lnhincome 0.006** 0.017* 0.005* 0.017* 0.005*

（0.003） （0.009） （0.003） （0.009） （0.003）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差，***、**和*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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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给出了工具变量 Probit 回归结果，主

要发现与表 3 中模型 2 的结果类似，不再赘述。

为了使用工具变量 Probit 回归的方法进一步检

验幼年子女数量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异质性

影响，我们在表 4 中汇报了幼年子女数量分别

为 0 个、1 个和 2 个时，是否与家中老人合住对

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边际效应。与表 3 中模型

3 结果不同的是，在三种情况下，与家中老人合

住都会显著提升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这一提

升效果对有 1 个或 2 个幼年子女的家庭而言更大。

athrho =
1
2

ln
1+ρ
1−ρ

式（9）和式（11）中扰动项（u i，v i）相关系数

ρ 的估计结果是否显著，直接说明了内生性假设

是否成立。表 4 中没有直接给出 ρ 的估计结果，而

是给出了 ρ 的反双曲正切值，即

的估计结果。它的估计结果不显著，说明在工具变量 Probit 回归模型架构下，我们没有理由认为

居住模式这一解释变量是内生的。

3. 控制函数方法的不足

控制函数方法的一个基本局限在于，它要求内生解释变量必须是连续的，而不能是离散的、

断尾的，或者其他形式的非连续型变量。以上述的工具变量 Probit 回归模型为例，我们假设

式（11）右边的扰动项 vi 服从正态分布，这一假设只有在 hejui 也服从正态分布时才是合理的。然

而，我们这里的内生变量 heju i 不是连续型的，而是个 0−1 型虚拟变量。因此，使用工具变量

Probit 回归来处理本文的问题显然不合理。

该方法的另一个局限在于，它要求第一阶段模型（即本文的式（11））必须被正确、详细地给

出。这就要求我们在第一阶段模型设定中，不能只是给出部分的工具变量，而必须是全部的正确

工具变量，否则最终得到的结果就是不一致的。然而，这在我们的实证分析中几乎不可能实现，

由此得到的结果往往也不一致。这是因为，假如第一阶段模型的残差项 vi 满足控制函数方法的

假设要求（即式（12）），任何工具变量 Zi 的缺失都会改变 vi，从而违背了控制函数方法结果一致性

所需要的条件。

（二）特殊解释变量回归模型

1. 模型设定、识别和估计

Lewbel（2012）、Lewbel 等（2012）以及 Dong 和 Lewbel（2015）提出了特殊解释变量回归的方法

（Special Regressor Method）。特殊解释变量回归方法可以解决二值选择模型中内生变量是离散型

的情况，而且无需像控制函数方法那样构建详细的第一阶段模型并对其残差项做出严格假设，

因而可以弥补控制函数方法的上述不足。一般模型设定如下：

D = 1 {V +X′β+ε ⩾ 0} （13）

其中，被解释变量 D 是一个 0−1 型虚拟变量，V 和 X 都是解释变量，为简单起见，将 V 的系数标

准化为 1。“特殊解释变量”就是这里的 V，它需要满足以下 2 个特性：（1）V 是外生的，与扰动项

ε 条件独立，即 ε⊥V|Z，Z 表示除 V 以外包括式（13）中外生变量在内的所有工具变量；（2）V|Z 是连

续的，且有一个很大的支撑集（support），其目的是识别和估计不可观察潜变量 W*（下文中将定

义）的分布函数。X 是其他的解释变量，它们可以是外生的，也可以是内生的；可以是连续型变

表 4    居住模式对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
工具变量 Probit 回归

系数 稳健标准差 边际效应 稳健标准差

heju 1.852*** 0.664 0.556** 0.221

kid12=0 − − 0.538** 0.241

kid12=1 − − 0.578*** 0.207

kid12=2 − − 0.583*** 0.161

kid12 −0.294*** 0.064 −0.088*** 0.018

age 0.024*** 0.006 0.007*** 0.002
rural −0.016 0.094 −0.005 0.028

highschool 0.232* 0.127 0.070* 0.036

college 0.794*** 0.244 0.238*** 0.064

lnhincome 0.027*** 0.008 0.008*** 0.003
athrho −0.801 0.522 − −

lnsigma −0.917*** 0.017 − −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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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也可以是离散型变量。下面我们将简单介绍特殊解释变量回归的识别和估计方法。

⩾

E (D|V = w∗) = Pr(D = 1|V = w∗) = Pr(W ∗ ⩾ −w∗) = 1−FW∗ (−w∗)

FW∗ (w∗) = 1−E (D|V = −w∗)

FW∗ |Z (w∗|z)

我 们 用 潜 变 量 W *表 示 式 （ 13） 中 除 V 以 外 其 他 所 有 可 观 测 与 不 可 观 测 变 量 对 被 解 释

变 量 D 的 影 响 ， 即 W *=X ' β+ ε ， 则 式 （ 13 ） 可 以 被 改 写 为 D=1{V+W * 0}。 我 们 容 易 得 到 ：

。潜变量 W*的分布函数就可以被识

别， 。我们也可以看出，之所以必须假设 V 是连续的，且有一个很大的

支撑集，正是因为在识别 W*的分布函数时，需要 V 能取尽 W*的所有可能值。利用 W*的分布函数，

就可以识别 W*的无条件期望 E（W*）。类似地，我们还可以识别 W*的条件分布 和条件期

望 E（W*|Z）。

E
(

D−1 {V ⩾ 0}
fv|Z (V |Z)

|Z
)
= E (W ∗|Z) = E(X′β+ε|Z)

β =
[
E (XZ′) E(ZZ′)−1E (ZX′)

]−1

E (XZ′) E(ZZ′)−1E
(
Z

D−1 {V ⩾ 0}
fv|Z(V |Z)

)
Lewbel（2012）证明了 ，其中特殊解释变量 V 做了

标准化处理， f v |Z（V |Z）表示 V 的条件密度函数。由此，我们可以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得到

的估计值。

2. 平均指示方程

⩾

作为一个非线性模型，这里的系数 β 并没有实际的经济学含义，我们关心的是其边际效应，

Lewbel 等（2012）定义了平均指示方程（Average Index Function，AIF）来刻画这里的边际效应。为了

书写更方便，我们将式（13）重新写为 D=1{X'β+ε 0}，这里的解释变量 X 是包括特殊解释变量 V 在

内的所有解释变量。平均指示方程被定义为 AIF=E（D|X'β）。与刻画非线性模型各解释变量的边

际效应时常用的倾向得分（Propensity Score，PS）E（D|X）和平均结构方程（Average Structural
Function，ASF）F−ε（X'β）相比，平均指示方程 AIF 的经济学含义可能没有那么明显，它指的是在给

定所有解释变量 X 的线性投影的情况下，个体进入处理组（即 D=1）的条件概率。

Lewbel 等（2012）之所以选择使用 AIF，主要基于以下 2 个原因：（1）当模型中所有解释变量

都外生，即 ε⊥X 时，PS、ASF 和 AIF 三者是相同的，即有 E（D|X）=F−ε（X'β）=E（D|X'β）。此时，AIF 与

倾向得分 PS 有相同的经济学解释：给定解释变量 X 的情况下，个体进入处理组的条件概率。（2）而

当存在内生解释变量时，PS 和 ASF 的估计是非常复杂的，而 AIF 的估计简单很多。此时，我们只

需进行一个 D 在 X'β 上的一维而非多维的非参数估计即可，维数的降低大大简化了估计的繁琐

程度。

∂E(D|X′β)
∂X

= m (X′β)β E (m (X′β))β

m̂i

m̄β̂ =
1
n

∑n

i=1
m̂iβ̂

对于解释变量 X 对样本进入处理组概率的边际效应，我们只需对平均结构方程 AIF 关于所

有解释变量 X 求一阶偏导数 即可，其平均边际效应可以表示为 。

采用非参数估计的方法不难得到 mi 的估计值 （详细过程可以参见 Lewbel 等（2012）），对其估计

结果计算样本均值 ，就得到平均边际效应的估计值。

3. 估计结果

对于式（13）的设定，被解释变量 D 是已婚女性是否参加工作 work，特殊解释变量 V 选取丈

夫的收入水平 lnhincome，把它看作外生、连续、拥有大支撑集的，直觉上比较合理。X 是包括内生

变量 heju 在内的其他解释变量，工具变量 Z 包括模型中的外生解释变量以及 hsib 和 hcollege。

表 5 给出了特殊解释变量回归结果，汇报内容是通过平均结构方程 AIF 估计出的边际效

应。从中可以看到，核心解释变量 heju 的边际效应与表 3 中模型 2 存在很大差异。由表 3 中模

型 2 的估计结果可知，与家中老人合住平均可以提高我国已婚女性 7.5% 的劳动参与率；而根据

表 5 的结果，这一提高效果高达 48.7%。这一差异的产生原因主要在于，表 3 中模型 2 忽视了居

住模式与已婚女性劳动参与之间的内生性，可能存在一些不可观测因素，如家庭受中国传统文

化的影响程度等，会对是否与家中老人合住和已婚女性是否参加工作产生同向的影响（杨永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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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012；刘爱玉和佟新，2014），从而居住模式影

响我国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因果效应被低估。

对于其他控制变量，每多一个幼年子女，我

国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平均下降 4.9%。这符

合我们理论分析得到的结论，也与现有文献（张

川川，2011）一致。从年龄上看，我国 20−49 岁的

已 婚 女 性 每 增 加 1 岁 ， 劳 动 参 与 率 平 均 下 降

0.4%。城乡因素并不显著，说明对我国已婚女性

而言，无论来自城镇还是农村，在劳动参与方面

并没有显著的区别。在受教育方面，已婚女性是

否高中教育水平 highschool 并不显著，说明高中

教育水平还不足以提高我国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而高中以上教育水平则能使已婚女性的劳

动参与率显著提高 3.5%。与一些现有文献（Mincer，1962；姚先国和谭岚，2005）不同，我们发现我

国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和丈夫的收入水平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丈夫的收入每提高 1%，我国

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平均提高 0.03%。这说明在我国，“离婚威胁”理论发挥了主要作用，丈夫

收入的增加使已婚女性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提高了自身的劳动参与率（Michael，1985；陈钊

等，2004）。

4. 幼年子女数量的异质性影响

居住模式对我国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可能因幼年子女数量而存在异质性。为此，根据

幼年子女数量，我们将样本划分为 3 个，对每个子样本进行特殊解释变量回归，结果见表 6。从中

可以看到，对于没有幼年子女和有 2 个幼年子女的家庭，是否与家中老人合住并不会对已婚女性

的劳动供给产生显著影响；只在有 1 个幼年子女的家庭中，与家中老人合住可以显著提升我国

已婚女性 37.6% 的劳动参与率。对于有且仅有 1 个幼年子女的家庭，与家中老人合住对我国已

婚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最明显。

5. 与女方父母、男方父母和双方父母合住的异质性影响

为了进一步探究不同的合住形式对我国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异质性影响，我们区分了 3 种

合住形式：只与女方父母合住、只与男方父母合住和与双方父母合住，将这 3 种合住形式的样本

分别和不与家中老人合住的样本来构造子样本 1−子样本 3，对每个子样本进行特殊解释变量回

归，结果见表 7。从中可以看到，和不与家中老人合住相比，只与女方父母合住可以显著提升我国

已婚女性 89.5% 的劳动参与率，只与男方父母合住可以显著提升 53.4%，而与双方父母合住则没

表 5    居住模式对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
特殊解释变量回归

边际效应 标准差

heju 0.487** 0.207

kid12 −0.049*** 0.018

age 0.004** 0.002
rural 0.001 0.022

highschool −0.001 0.019

college 0.035* 0.020

lnhincome 0.030*** 0.011
　　注：标准差通过自助法（Bootstrap）获得，重复 250 次。***、**和*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

表 6    幼年子女数量的异质性影响：特殊解释变量回归

没有幼年子女 有 1 个幼年子女 有 2 个幼年子女

边际效应 标准差 边际效应 标准差 边际效应 标准差

heju 0.506 0.416 0.376* 0.211 −0.007 0.263

age 0.003 0.003 0.007* 0.004 −0.00000053 0.006
rural −0.020 0.026 −0.019 0.039 −0.002 0.098

highschool −0.002 0.023 −0.011 0.028 0.004 0.107

college 0.036 0.030 0.053 0.033 −0.002 0.096

lnhincome 0.026 0.018 0.063*** 0.017 −0.010 0.030

　　注：标准差通过自助法（Bootstrap）获得，重复 250 次。***、**和*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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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显著影响。这一结果说明，只与女方父母合住可以最大程度地缓解我国已婚女性的“照料压

力”，减轻因代际冲突而产生的家庭矛盾（童辉杰和吴甜甜，2017），从而最大程度地提升我国已婚

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三）居住模式对已婚女性工作时间的影响

除了劳动参与率外，我们还可以使用已婚女性的劳动时间来衡量其劳动供给。这里我们将

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已婚女性每周的工作时间 hour，探究居住模式对我国已婚女性劳动时间的影

响，同时也可作为上文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我们只能观察到参加工作的已婚女性的劳动时间，而是否进入劳动力市场是已婚女性的自

我选择（Self Selection）。直接使用参加工作的已婚女性样本进行 OLS 回归，而忽视不参加工作的

已婚女性的信息，将产生选择性偏差（Selection Bias）。为此，我们构建了如下模型：

hour∗i = α0+α1he jui+α2kid12i+Xiβ+εi （14）

houri =

{
hour∗i hour∗i > 0

0 hour∗i ⩽ 0
（15）

其中，houri
*表示已婚女性潜在的工作时间，可以取负值。但现实中时间是不可能为负的，一个选

择负劳动时间的已婚女性，现实中就表现为不进入劳动力市场工作，我们实际观察到其工作时

间 为 0。 控 制 变 量 X i 与 式 （6） 相 同 。 我 们 使 用

Tobit 回归方法对上述模型进行估计。

表 8 给出了上述模型的回归结果，主要结

论与上文关于劳动参与率的研究一致。具体来

说，与家中老人合住使我国已婚女性每周的劳

动时间显著增加 4.024 个小时，本文样本中参加

工作的已婚女性每周平均工作 48.69 个小时，因

此这一提升效果约为 8.26%；而每多一个幼年子

女，已婚女性每周的劳动时间显著减少 6.016 个

小时，幅度约为 12.36%。

六、结　论

提高我国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可以有效缓解“人口红利”消失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

表 7    不同合住形式的异质性影响：特殊解释变量回归

子样本 1 子样本 2 子样本 3

边际效应 标准差 边际效应 标准差 边际效应 标准差

heju

只与女方父母合住 0.895* 0.529 − − − −

只与男方父母合住 − − 0.534** 0.217 − −

与双方父母合住 − − − − −6.464 8.268

kid12 −0.039* 0.021 −0.037** 0.018 −0.028 0.025

age 0.003* 0.002 0.007*** 0.003 0.000 0.001
rural 0.013 0.024 −0.015 0.025 −0.015 0.026

highschool 0.004 0.018 −0.008 0.019 −0.008 0.025

college 0.010 0.020 0.060** 0.025 0.032 0.027

lnhincome 0.024 0.024 0.049*** 0.012 0.035* 0.019

　　注：标准差通过自助法（Bootstrap）获得，重复 25 次。***、**和*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

表 8    居住模式对已婚女性劳动时间的影响

系数 标准差

heju 4.024** 2.005

kid12 −6.016*** 1.585
age 0.141 0.138

rural 4.092* 2.413
highschool 1.008 2.089

college 8.020*** 1.954
lnhincome 0.241 0.217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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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也有利于增进自身及家庭的福利，并通过代际转移促进子女的教育和成长。现有文献很少

从儿童看护的视角研究居住模式对我国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而且在计量分析上也没能很

好地处理居住模式选择与已婚女性劳动参与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因此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在

此背景下，本文首先建立理论模型进行了分析，然后使用 2011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做了

实证检验。

本文使用特殊解释变量回归的计量方法，有效解决了二值选择模型中内生变量是离散型的

问题。研究发现，与家中老人合住可以显著提高我国已婚女性 48.7% 的劳动参与率，这一结果可

以被理解为两者之间的因果效应。居住模式对我国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因幼年子女数量而

存在异质性：对没有幼年子女和有 2 个幼年子女的已婚女性而言，影响较微弱；而对于只有 1 个

幼年子女的已婚女性，影响非常大。此外，不同合住形式（与女方父母、男方父母和双方父母合

住）的影响也不同，其中只与女方父母合住能最大程度地提升我国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最

后，居住模式也会对我国已婚女性的劳动时间产生影响，在考虑了自选择问题后，与家中老人合

住可以使我国已婚女性每周的工作时间显著增加 4.024 个小时，幅度约为 8.26%。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对我国普通家庭，尤其是只有 1 个幼年子女的家庭而言，应对“多代

合住”持更加开放的态度，促使更多的已婚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提高家

庭的福利水平，同时也不会因此而减少对幼年子女的照顾。对政府而言，应鼓励“多代合住”，一

方面，可以加大宣传力度，让人们更加了解“多代合住”对自身福利的改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

以给予“多代合住”家庭适当的经济激励，使更多的家庭有动力选择“多代合住”的居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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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one-child policy for over 30 years，coupled with a sharp decrease in fertility desire. An increase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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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 supply of married women can effectively relieve the pressure from demographic liabilities China are go-

ing to face on a short-term basis. Since 2015，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carried out the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when more and more families will have their second child. The growing number of young children，on

the one hand，will increase the financial burden of families，urging the mothers to go out to work；on the other

hand，it will increase their pressure to take care of young children，hindering them to enter the labor market.

This paper presents an exploration into how married women opt for between families and work under such

background，and the assessment of the influences of residential patterns on their labor supply in China.

　　Different from most of the current literature，this paper involves a perspective of child care. On this basis，

studies are made into how to share the pressure of married women to look after their young children when liv-

ing together with the old at home so that the influences are discussed on their labor supply. There may be en-

dogeneity between the selection of residential patterns and the labor supply of married women. In considera-

tion of this factor，an approach of Special Regressor Method is adopted in this paper during the empirical ana-

lysis to improve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current literature in the econometrics method. This is also the main con-

tribution of this paper.

　　First of all，a theoretical analytical framework is built in this paper to explain how married women de-

termine their time allocation and how residential patterns affect the labor supply.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static analysis，it is found that living with the old at home can improve the labor supply of married women.

Then，because the selection of residential patterns and labor participation of married women are both dummy

variables，it is difficult for the IV-Probit regression approach to effectively solve the endogeneity between

them. The Special Regressor Method is used in the part of the empirical analysi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bin-

ary choice models with discrete endogenous regressors. This paper also covers a consideration that the impact

of residential patterns on the labor participation of married women may present heterogeneity of the number of

young children. Using the 2011 data of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it is found that living with the old

at home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labor participation rate of married women in China，with the rising range

of 49 percent. This result can be perceived as the causal effect between the two sides，and it exerts the most ob-

vious influence on the women with only one young child. Finally，whether married women take the job is their

own selection. In view of this fact，it is found with the Tobit regression method that living together with the old

will also significantly extend the weekly working hours of married women to 4 hours，with the growth rate of

8.26 percent.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is paper，the ordinary families in China should be more open-minded to

“living together among generations”. This can prompt more married women enter the labor market，improve

the financial situation of their families while having more time to take care of their young children. Moreov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encourage “living together among generations” through publicity and econom-

ic support to the benefit of improving the labor supply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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